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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乡村
———基于 5 省 10 村调研的分析

尹摇 瑶摇 刘京雨

[摘摇 要] 摇 数字技术为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提供了全新的手段和工具。 本研究基于 5
省 10 村的社会调研,从村庄内部的视角出发,呈现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技术嵌入乡村

社会的整体图景,剖析数字技术形塑乡村社会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多重效应。 研究发现,
外源性的数字技术在嵌入乡村内部系统的过程中,以硬件和软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

牢乡村发展的底层架构和技术基础,并在乡村多元场景中广泛运用,这构成数字乡村建

设持续运行的整体图景。 乡村内部各要素在与数字技术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结构

性变化,数字技术在不同层次和维度重塑乡村社会的基础秩序和社会生态,农民个体生

活、乡村群体结构、乡村产业形态、乡村治理形式、乡村公共性等均发生不同程度的重

构。 本研究认为,数字乡村的研究、政策与行动应该从技术变革、主体赋能和村庄本位

的角度出发,在尊重村庄主体性和保持乡村性的基础上,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调

适与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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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年来,数字技术不断融入乡村各类场景。 从早年的淘宝村、信息惠农,到如今

的电商下乡、直播带货等,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重塑了乡村社会固有的

结构和形态,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农村持续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并成为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重要支撑。 数字乡村及其理论与实践已经成为政策设计和学术研究的热点主题

之一。 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随后,相关部门发布《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数字乡村发展行动

计划(2022—2025 年)》等一系列文件。 这些政策文件对数字乡村的总体思路、推进

路径、重点任务等作出详细部署和战略安排,为持续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根

本遵循。 与此同时,各地相继出台了关于数字乡村的建设方案和创新举措,积极探索

建设数字乡村的新模式,逐步完善了数字乡村的政策体系与整体格局。
目前,学术界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意义与作用、现实困境和推进路径进行了深入研



究。 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意义与作用,研究者强调在新一轮产业和科技革命背景下,
数字技术具有深远的全局性战略意义(曾亿武等,2021),其与乡村振兴具有高度的

耦合性(沈费伟,叶温馨,2021),并为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殷浩栋等,2020)、实
现共同富裕提供新动能支持(陈桂生,史珍妮,2022)。 具体而言,数字技术能够激活

和放大各种功能效应,为农业生产、农村流通、生活形态、环境生态等应用场景赋能

(王胜等,2021),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冯献等,2020),推动实现高质量公共服务等(张
鹏,高小平,2022)。 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困境,研究者多认为当前我国数字乡

村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技术应用、主体变革以及社会变迁引发了多重不确定性因素

(文军,刘雨航,2022),由此产生数字乡村建设“悬浮冶、城乡数字鸿沟扩大、农业数字

化转型缓慢、农民数字素养水平不高、乡村数字治理体系难形成等实践困境(陈潭,
王鹏,2020;冯朝睿,徐宏宇,2021;董志勇等,2022;刘少杰,2022)。 针对上述困境,研
究者大多从制度和实践等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例如加强数字乡村建设的顶层设计,增
强农村信息可及性,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数字化特色产业,提升农民数字素

养与数字技能,构建内生需求驱动的乡村治理体系等(吕普生,2020;唐文浩,2022;王
建民,2022;丁波,2022)。

相关研究和讨论为我们理解数字技术对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作用机制

与战略意义提供了有益参考,也为后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总体思路。 但已有

研究多从单向的技术论视角探讨外部数字技术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缺乏从村庄主体

视角来讨论乡村数字化发展的问题,且尚未很好地厘清数字技术与乡村中不同主体、
社会关系、社会分化、治理结构、公共性等内生性要素的定位及相互关联。 对此,本研

究以河北、湖南、陕西、山东、浙江 5 省 10 村的调研为基础淤,从村庄内部和农民视角

出发,探讨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的基本形态与情境,以及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中不

同群体、场景和要素的互动过程,进而从政策设计、学术研究及行动实践等维度探索

数字技术如何更好地融入、支持、服务乡村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

实现。

一、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的整体图景

数字技术本质上属于外源性要素(王丹,刘祖云,2020),其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

一方面表现为硬件层面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表现为软件层面数字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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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2021 年 5 月至 6 月,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深入河北、湖南、陕西、山东、浙江 5 省进行“农民视角

的乡村振兴冶调研,在 5 省各选取 2 个村庄进行调研,对来自 10 个村庄的 529 位农民进行了问

卷调查,并对基层干部、新型农业主体以及部分农民进行了深度访谈,共收集到 529 份问卷和

150 余万字的访谈材料。 遵照学术惯例,文中所涉地名和人名均已作化名处理。



平台的建立和各类应用软件的普及,从而以技术的连通性和可及性为基础,覆盖乡村

发展的多个领域和场景,为数字技术在乡村中广泛运用提供载体和空间。
就硬件层面的数字基础设施而言,在连通性和覆盖情况上,被调研各地基本实现

了行政村光纤网络、移动通信、有线电视网络、电商网点全覆盖。 浙江省天歌县、陕西

省红石县等地还逐步推进 5G 试点和公共区域无线局域网全覆盖建设。 在使用可及

性上,农村居民正在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基础红利(邱泽奇等,2016)。 本次调研数

据显示,有 76郾 1%的农民家庭安装了宽带网络,37郾 3%的农民家庭拥有电脑(含平板

电脑)设备,这些硬件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进一步促进了农民对数字产品的使用;有
76郾 4%的农民能够操作使用智能手机,他们表示,“逐渐会使用一些移动智能设备,
日常生活中能够使用手机交话费、网购、刷抖音、看政策新闻冶。 可见,硬件层面的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数字技术在农民群体中的可获得性,并推动了农民迈入数字

时代。
就软件层面的数字平台而言,依托数字技术推广适应“三农冶特点的信息终端、

互联网应用,构建涉农综合服务平台成为各地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新趋势。 例如,浙
江省天歌县等地使用“为村冶政务服务平台,陕西省红石县、河北省千山县建立建档

立卡及社保信息数据库等,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开辟了新的数字通道。 在乡村农民

生活、生产与生计、村庄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实现全方位的数字化场景应用,并催生

出更多数字乡村新业态和新模式。 尽管如此,乡村仍存在数字贫困群体,调研地区部

分农民难以获得使用数字技术的机会,存在数字基础设施条件较差、数字接入程度

低、数字素养和水平低等问题。 这种硬件设备接入和软件运用等层面的差异逐渐显

现,乡村不同群体的数字化差距持续拉大。
总体上,在外源性的数字技术进入乡村内部系统的过程中,软硬件数字基础设施

的持续更新为乡村不同阶层的个体和组织创造了平等参与和获取数字资源的机会,
筑牢了数字乡村发展的基础,构成了数字乡村建设持续运行的整体图景。 依托连接

性强和普惠性高的硬件数字基础设施,农民获得更多优质信息和服务。 由软件平台

所承载的数据、信息和知识,正在成为农民生活的新元素、农业生产的新动力、乡村治

理的新手段(秦秋霞等,2021)。 同时,乡村中不同的群体、场景和要素在与数字技术

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结构性变化,对乡村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乡村遭遇数字技术

数字乡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从数字技术与乡村发展的关系加以理解。 乡村

有自身独特的发展逻辑。 乡村中不同的群体、场景和要素与外源性的数字技术之间

始终处于相互形塑的状态。 换言之,数字技术进入乡村场域后,会与乡村社会产生互

动、适配乃至冲突,从而在不同层次和维度重构乡村社会的基础秩序和社会生态。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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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别从农民个体、乡村不同群体和村庄整体层面分析乡村社会与数字技术的遭

遇过程及由此引发的深层变化。
(一)个体再造:农民的数字化转型

农民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受益主体和主要参与者,数字技术在嵌入乡村社会的过

程中促进了农民的数字化转型(文军,刘雨航,2022),推动了数字农民的生成,培育

了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和内生基础。
1郾 农民的数字化转型及其表征

第一,数字技术为农民的生活场景赋能。 农民日常生活的社交、出行、购物、娱
乐、金融支付等领域逐渐融入智能化与信息化要素,微信、抖音、滴滴、拼多多、支付宝

等互联网产品在乡村生活场景中被广泛应用,农民由此享受个性化、高效化和便捷化

的数字服务。 例如,在智能手机使用场景上,生活服务类应用是农民日常手机使用的

主要方面。 调研数据显示,分别有 63郾 1%和 61郾 4%的农民使用智能手机进行娱乐和

聊天,对于农村留守型家庭而言,微信、QQ 等更是其突破城乡限制而进行情感沟通

的便捷性工具。 有 30%的农民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网购,24郾 3%的农民使用智能手机

进行生活缴费、挂号、购票。 值得注意的是,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新一代短视频平台

正迅速融入农民的生活,其突破了农村空间和地理限制,促进了农民个人空间与公共

空间、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交替转换,呈现了乡村生产生活

的多元景观,实现了数字技术对农民生活的多元化内容场景赋能。 上述生活化场景

的数字使用是农民感知数字化的重要维度,它催生出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验,构成

农民数字生活的重要内容。
第二,数字技术整合的资源和信息为农民提供专业化农技指导,促进农民科学生

产经营和决策,优化农民的生计结构,丰富农民的职业与角色。 调研发现,地方政府

逐步推广“益农信息社冶等在线培训平台,推动农技培训和服务以线上和线下融合的

方式进行;部分农民逐渐利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和今日头条等涉农自媒体平台

获取农业信息和技术。 有农民反映,“由于在果园做工,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

每天都会在抖音上看苹果树的种植及养护技术培训冶。 此外,电子商务、乡村旅游、
淘宝网店、直播带货以及智慧民宿等数字经济新业态为农民、农村小生产者和新型经

营主体进入商品市场、获取市场信息和服务(如职业培训、金融服务)创造了条件,拓
宽了农村生产者的生计方式和收入渠道。 农民逐渐从农业中抽离出来,由依靠土地

等传统要素转变为依靠网络化和信息化等技术要素,深入农业生产、流通、服务等领

域,实现单一的农民角色向新型职业农民、数字农民(如微商、直播带货主播)等角色

多维转变。
第三,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有潜力通过促进知识共享和信息交流来解决个人和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障碍,并且搜索、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是个人获得福祉的关

键(Kaplan,2001)。 互联网实现了信息、知识获取的去权威化和去中心化,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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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刻画冶“瞬时传播冶和“快速匹配冶信息知识的特点,从而使农民受益。 就信息

的密度而言,互联网在承载传统的文字、图片等信息的同时,还承载包含社交互动、地
理位置等内容的信息。 例如,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呈现邻里

生活、传统文化、乡村景观、公共事务等多维信息。 就信息的传播速度而言,互联网改

变了信息的传播形式、路径和速率,能够打破乡村生产生活的时空分离限制,为农民

推送快速变化的信息。 就信息内容的匹配度而言,在算法推送下,互联网平台能够根

据农民的注意力,精准配置相关的生产、生活信息。 这种信息要素会进一步拓展农民

的资源空间和知识空间。 农民由此根据兴趣、倾向和数字素养,通过互联网获取个性

化的知识与技术。 在不同维度、不同方向的技术流、信息流和知识流汇聚下,互联网

已经发展成为农民进行生产决策、科普、政策接收的信息平台和生产生活技能提升的

“泛知识冶平台。 例如,许多农民不再局限于电视和广播等传统的政策信息获取方

式,而是广泛借助各类移动应用和自媒体获取政策信息。 许多农民表示:“平时用智

能手机来了解乡村振兴以及其他各种政策新闻等信息冶。
2郾 农民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困境

第一,数字乡村的顶层设计与乡村现实情境、农民个体素养存在断联。 数字乡村

建设的技术支持体系尚未完善,软硬件数字基础设施还没有发展到可供人们公平获

取、有效参与和使用的程度,其普惠效应、共享效应等优势尚未充分发挥。 各类数字

化产品和方案未能关照不同区域间、镇村间和农民群体间的分化与分层状况,不同群

体间的网络接入、智能设备拥有、互联网使用等数字化差距逐渐扩大,部分群体尚未

享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发展红利,这影响了数字农民的培育。
第二,数字技术本身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农民在使用数字技术过程中容易产

生数据隐私暴露、受不良信息误导等问题。 互联网平台能够掌握用户偏好的有价值

的营销信息,以达到获利和控制的目的。 以农村电商为例,网购交易数据通常由电子

商务中的后台销售点记录和保管,其会根据农民的使用习惯和偏好推送特定的信息

和服务。 近些年,风靡乡村的社区团购低价倾销现象,便是互联网平台获取农村消费

者的信息和数据,将其转换为流量,以垄断市场的典型案例。 农村消费者的个人隐私

等信息由此暴露在互联网平台所建构的网络数据库中。 此外,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互
联网上的碎片化内容和信息会对农民产生负面引导。 一些互联网平台尤其是短视频

为了“蹭热点冶“引流量冶,以醒目的标题、夸张的叙事风格、映照农村生活场景等策略

充分迎合农民群体的阅读习惯与心理,部分信息会扭曲政策意涵、歪曲社会事实、夸
大社会问题。 这种由于数字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带来的消极后果会影响农民

的数字认知态度和数字融入进度。
第三,许多农民接受新事物、新技术较慢,对数字技术的关注度与接受度不够,尚

未形成数字化意识和观念。 例如,在乡村公共服务领域,绝大多数农民更关心传统医

疗、教育、养老等,对新兴的数字技术及其相关的基础设施服务关注度非常低。 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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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意识上,农民有自身既定的文化传统和处事方式,部分农民对新兴的数字技术存在

抵触与畏惧心理。 例如,在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上,部分农民认为机械化、数字化设

备成本高、操作难,在农业生产中谈互联网信息技术过于“浪费冶。 此外,技术门槛与

农民的数字素养之间存在张力。 许多农民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有限,经常由于智

能设备操作不当而产生物质利益受损和精神困扰等。 许多农民反映,“手机太先进,
里面的东西太复杂,使用手机的过程中会被莫名其妙订购彩铃等服务,不知道怎么操

作,用手机又害怕上网被骗冶,因而不敢轻易使用智能设备。
总体而言,随着技术下乡的日益深入,农民正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转型。 当前,

农民数字化的路径主要体现为数字技术对农民生活、生产和生计方式以及信息获取

和知识素养提升等场景进行赋能。 然而,数字乡村的顶层设计与农民需求不匹配、数
字支持与推广体系不健全、数字技术本身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农民个体的数字化

意识和数字素养参差不齐、数字技术与农民个体生产生活的耦合度和适应性不强,成
为农民数字化转型的阻碍因素。

(二)群体分化与社会排斥:乡村不同群体的技术遭遇及其影响

1郾 数字技术使用的群体差异:乡村群体分化的产生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受社会结构制约,社会结构塑造了不同群

体特定的信息、资源、关系网络和能力;同样,不同群体围绕数字使用而产生的差异会形

塑社会结构。 当前,乡村不同群体在数字技术获取和使用这两个维度上存在差异,产生

数字接入鸿沟和使用鸿沟,这种技术维度上的分化进一步加剧乡村社会分化。
第一,乡村不同群体的数字技术获取机会不平等,由此产生数字接入鸿沟。 本次

调研数据显示,有 63郾 3%的原建档立卡贫困户接入了宽带网络,而一般户接入宽带

网络的比例为 78郾 4% ;有 17郾 7%的原建档立卡贫困户拥有电脑,而一般户拥有电脑

的比例为 40郾 8% 。 与原建档立卡贫困户相比,一般户的经济条件足以支撑其接入和

使用数字基础设施。 这表明,农民的数字技术获取机会受其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这种数字技术的可及性差异导致部分群体缺乏数字化设备,难以获取信息资源,乡村

由此产生数字贫困群体,其无法享受乡村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红利。 技术领域的获

取机会差异本质上反映和复刻了现实社会阶层之间资源不平等的矛盾,农村不同群

体间经济水平等特征不同,由此产生技术领域的数字接入鸿沟。 更重要的是,这种接

入鸿沟会进一步拉大不同群体数字使用水平和能力的差距,造成新的社会分化。
第二,乡村不同群体因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和技能素养差异而形成互联网使用行

为差异,由此产生数字使用鸿沟。 部分农民群体受限于文化水平,数字素养和水平较

低。 调研数据显示,就智能手机的基础使用而言,只有 47郾 6% 的未上过学的农民会

使用智能手机,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都会使用智能手机(100% )。 一些农

民表示:“虽然买了智能手机,但是好多功能不会使用,网上要操作的东西太复杂了,
有些看不懂,也学不会冶。 农村由此产生数字素养高低不同的两类群体,并在利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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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搜索和共享信息、获取资源、扩展社会关系等方面产生分化。 调研发现,部分

农民将数字技术作为个体发展的资源库,以此获取信息和知识,如借助电商、短视频

平台掌握农产品市场信息、学习农业技术知识、成为带货主播等;其他农民则倾向于

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基本的娱乐与社交,并没有完全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和价值。
总之,随着数字社会的到来,数字技术或许成为乡村社会分化的新维度,即不同

群体围绕数字技术接入和使用的差异产生区隔化的消费方式、娱乐方式、信息知识获

取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和公共参与方式。 数字技术是数字素养较高群体谋求个人福

祉的最便捷工具,而数字素养较低的群体则无法充分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发展红利,
并存在被数字社会排斥和边缘化的风险(吴晶晶,2022)。

2郾 数字技术对青少年的捕获与对老年人的排斥

第一,乡村青少年在数字使用过程中容易被数字技术“捕获冶。 这表现为许多青

少年容易沉迷于网络游戏、短视频、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与应用,长期暴露在开放、异
质的虚拟世界里而忽视了现实世界的社会活动,并受到泛娱乐化的网络文化和不良

信息的诱导而产生失范行为。 湖南省一位干部反映:“现在手机成了年轻人的半条

命,一到寒暑假,村里这些孩子在家不是玩手机就是玩电脑,不参加社会活动,这里面

最突出的是网络游戏,游戏的负面影响很大,让很多年轻人走火入魔冶。 数字技术对

乡村青少年的“捕获冶本质上反映了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与乡村留守型家庭照料结构、
落后的教育观念、松散的平台监管之间的矛盾。 特别是对于价值观念尚未成熟、个体

自制力较差、家庭学校引导较为薄弱的乡村青少年而言,数字捕获会损害身心健康、
挤压学习时间、压缩社会社会生活与交往空间、歪曲价值观念。

第二,乡村老年人作为数字弱势群体,在数字使用意愿、使用能力和使用体验等

方面存在障碍,无法融入数字社会。 首先,受社会经济状况限制,乡村老年人不足以

负担相对较高的网络套餐资费,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老年群体数字技术使用意愿。
其次,受生理功能退化、认知能力减弱等影响,乡村老年人无法从日常交流中获得技

术使用技巧,难以掌握较高的数字技能。 对于村庄的留守老人来说,即便子女给他们

购置智能手机,面对其中种类繁多、操作烦琐的各种应用,他们还是表现出极大的不

适应。 最后,农村社会保障、合作医疗缴费等基本公共服务逐渐迈向信息化和智能化

(如一站式办理、网络预约),但在一些领域和环节产生了过度数字化的倾向。 这忽

视了老年人传统线下服务需求,没有充分关照农村老年人群体的数字素养,老年人容

易对数字技术产生焦虑与抗拒,陷入自我怀疑。
数字排斥进一步演变成社会排斥,对乡村老年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首先,面

对繁复的网络信息,老年人的信息辨别能力不足,很容易误信各种网络谣言,遭遇网

络诈骗。 其次,面对手机上复杂的操作程序,老年人很容易因为操作不当而产生捆绑

消费等经济风险。 最后,在家庭场域,老年人与年轻一代在手机等智能设备的使用方

面存在巨大的差异。 以微信为例,不管在社会层面还是家庭层面,不同世代在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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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和素养方面都呈现出了显著的数字鸿沟(周裕琼,2014)。
总之,在技术下乡过程中,数字技术的赋能愿景与实践运用之间存在张力。 乡村

中不同群体在数字获取和数字使用等层面存在不平等,这进一步导致数字乡村建设

过程中的数字技术福祉即知识、信息、交流的获取机会不平等,技术本身所产生的不

确定性走向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技术应用及其后果的不确定性(文军,刘雨航,2022),
传统乡村社会的群体结构和社会结构不断被数字技术形塑和重构。 数字技术所形塑

的社会是对现实社会的“再造冶,数字技术也能反作用于现实的社会分层结构(李强

等,2013),因此数字分化是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变迁在数字领域的集中表

现。 此外,乡村特殊群体即青少年和老年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数字融入障碍,乡村青

少年面临的是数字使用的“度冶的问题,而老年人面临的是物质、精神、技能等层面的

数字适应和融入问题。
(三)乡村社会发展变革:村庄整体的技术遭遇及其影响

1郾 乡村农业产业层次和结构的转型:数字化与产业振兴

数字技术与传统农业深度融合催生了乡村数字农业的发展。 数字技术促进农业

转型的逻辑在于:数字技术以不同方式改变传统农业经营要素的集约程度与配置关

系,整合各方资源,共享多领域信息,汇聚各类农业要素,贯通农业生产、经营、流通与

销售产业链条,构建了乡村新型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产业体系。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主要是以电子商务和直播带货等新经济业态

推动农业生产走向智能化、农产品流通与销售走向高效化。 在农业产业链的上游生

产经营环节,电商等互联网经济元素融入农业生产决策、生产管理、产品质控、经营体

系,农村电商衍生出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多重利益联结机制,进一步优化了农村双层

经营体制。 例如,陕西省红石县探索出“电商 + 专业合作社 + 绞股蓝基地 + 贫困户冶
的产业发展方式,将乡村特色农产品的需求机会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机遇,打造新的

数字经济焦点。 在农业产业链的下游流通和销售环节,数字技术衍生智慧物流、农业

综合信息平台、电商综合体等样态,进一步畅通农产品信息渠道,优化供应链管理,提
高产能利用率,延长农业产业链条。 例如,浙江省天歌县正在建设以电商直播为载体

的村播基地,探索“直播 + 产业冶的发展模式。 此类直播带货经济模式汇聚了电商、
直播销售、新物流等数字经济元素。 一方面,乡村不同生产主体可以借助直播、算法

产品推荐等形式强化农产品供销,推动农产品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价值转换;另一

方面,乡村休闲旅游、民宿、美食等特色农业产业与直播实现深度融合,推动农业产业

链条纵向一体化、数字化发展,从而提升乡村农业产业的生计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

价值。
总体而言,数字技术汇聚了信息、资金、人力等资源要素,在不同环节重塑农业产

业体系,农业生产、流通和销售的数字化元素逐渐丰富,提高了乡村农业产业水平,增
强了乡村经济发展活力。 但是,农业产业链数字化发展的整体性较低,难以形成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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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的生态场景。 例如,只注重农业生产端的可视化或销售端的电商化,导致农业各

个环节之间的关联度和综合性不强。 此外,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新型经营主体、电
商人才等人才队伍建设不足。 这些问题影响了乡村农业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和产业结

构的转型进程。
2郾 乡村治理结构的范式转换:数字治理及其适用性

数字技术作为新一代治理工具,在根本上形塑着乡村治理的新形态,为乡村拥有

高效、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供了可能性。 调研发现,数字化融入成为各地

乡村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各地在数字治理的实践中产生了“互联网 + 村务冶、平安

乡村、“互联网 + 治理数据冶等治理方案和形式,这从治理方式、治理效率、治理格局、
治理参与等维度推动了乡村治理向数字治理转换。

第一,各类数字化平台和工具实现对乡村治理数据和信息的全方位整合和多维

分析,推动乡村治理手段和治理方式逐渐向更简便、灵活、智能、高效的方向转变。 例

如,陕西省红石县等地借助视频监控、大数据分析等信息化手段,发挥网格管理平台

在化解纠纷、平安建设、环境卫生等社区治理方面的作用,这些数字治理平台能聚合

各类治理主体、治理资源,提高乡村治理的水平和质量。 然而,技术的治理效能也可

能产生异化风险,譬如摄像头等监控和治理平台大都以政府购买市场主体的服务为

主要形式,互联网平台对乡村视频图像信息安全、农民数据保护、生活隐私保护等方

面暂时无法可依,乡村传统治理体系面临治理技术和治理能力方面的挑战。
第二,乡村治理的数字化促进乡村组织和治理格局从分散孤立向多主体协同转

变,各主体借助数字化平台实现了治理互联互通与协同合作,由此培育乡村自主治理

的基础。 例如,数字化工具能为政府部门、基层组织和乡村群众赋能。 借助微信、
QQ、涉农自媒体、“为村冶等数字化平台,政府不同部门间可以共享治理信息数据,实
现治理决策共商和治理行动联动;基层组织得以及时掌握和反馈村民的治理需求,实
现精细化治理和服务;基层群众可以及时了解惠农政策信息、学习交流涉农知识、参
与村庄公共事务,这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基层群众参与村庄治理的内在动力和主体

意识,强化了乡村治理共同体内的村民主体性力量。 由此可见,从协同治理视角出

发,数字技术打破了各治理主体间信息不对称的障碍。 这既有利于增强政府回应性,
也畅通了基层民意表达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弥补了传统“上传下达冶的层级治理模

式缺陷,推动了乡村治理走向协同化。 有助于构建起基层政府、基层群众、基层组织

等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治理结构。
总体而言,数字技术主要在手段和形式等工具性层面重塑乡村治理的生态,提升

村民的安全感和乡村治理的水平,为形成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供技

术基础。 但是,数字技术应该是在与乡村社会的各特征达成契合的过程中实现为乡

村治理赋能(刘能,陆兵哲,2022)。 实践中,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现实情境、农民

的治理需求之间存在张力,乡村治理理念和治理结构等深层次要素尚未被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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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数字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存在不足。 第一,许多村庄对数字治理的理解只停留在

简单的信息收集和微信等基本技术的运用层面,数字治理配套的综合治理平台建设

远远不够,由此限制了数字治理工具的普及。 第二,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产生

了数字形式主义等问题。 各种订阅号、管理平台等流于形式,缺少对治理数据的有效

分析与利用,增加了行政管理成本及基层干部的治理负担。 第三,乡村各治理主体的

数字治理能力不高。 基层社会的信息化工作队伍建设不足,基层干部的信息化素质

尚未与数字治理的要求有效匹配,农民对数字治理工具如网格平台的使用能力严重

不足等。
综合来看,数字乡村是未来乡村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新一代数字技术催生出乡

村数字农业产业、数字治理等新样态。 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优化农业产

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培育乡村农业产业新形态,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夏显力等,2019)。 作为新一代治理工具,数字技术衍生出新的平台与

理念,开辟了乡村治理的新路径,实现了乡村治理结构的范式转换。 产业与治理的数

字化转型在根本上重构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基础。 但两者皆面临数字化嵌入的广度、
深度和精度不足等发展桎梏,数字乡村的发展潜藏着不确定性风险。

(四)乡村社会关系与公共性的技术遭遇及其影响

1郾 数字技术重塑乡村社会关系网络

其一,数字技术应用对乡村社会互动的边界、社会连接的途径、社会交往的形式、
社会关系维持的手段等产生直接影响,塑造了全新的交往生态。 传统乡村的社会交

往与社会关系基于地缘、亲缘且具有浓厚的人情化色彩,随着互联网日渐融入农民的

日常交往实践,农民的社会关系纽带和网络突破了以往的时空限制,乡村社会从封

闭、同质走向流动、异质,并经历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等一系列过程。 互联

网既能整合和影响传统线下社会关系,又能发展新的线上社会关系,使个体、群体互

动和社会关系呈现出强链接、多元化等特点(陈宝剑,2020)。 具体而言,互联网为农

民个体创造了新的社会联系途径和社交形式(例如微信群、网络社区),与传统的社

会组织或活动相比,互联网的使用成本和门槛更低、连接性更强,各种交流、反馈和沟

通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无边界传递和流动。 村民的社会交往范围、交往对象、交往

领域由此突破传统熟人社会的范畴,村民不再局限于村庄内部和线下通道建立社会

关系,而是依托更为广泛的互联网及其相关的社群寻求情感共鸣和价值共振。 在网

络空间中,人们通过各种社交软件进行分享和交流,由此产生新的社会互动模式、人
际关系网络和认同感。

其二,数字技术所形塑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形态具有脆弱性、技术依赖性和不

稳定性。 通过互联网而进行的社会交往会进一步压缩传统线下交往联系的空间,破
坏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产生数字隔离。 随着互联网交往空间和流动性的增强,村
民逐渐从传统的亲密关系、交往方式和村庄认同等地方共同体中抽离出来,更注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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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场域,倾向选择更加私人化的方式进行社会交往。 调研发现,部分农民过度依赖手

机等智能设备,逐渐沉浸在网络空间和个体的生活空间而不愿意与他人交流,串门、
闲聊等乡村传统人际交往与社会互动方式日渐式微,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受到业

缘和网缘关系的挑战,村民间的依赖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越来越难以为继。 一位被

访农民说,“自从有了微信、抖音,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少,农村逐渐形成城市化的生

活方式,人们相互之间爱答不理,村民之间的人情味也逐渐淡薄冶。 可见,数字技术

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离散性,各种互联网应用和碎片化信息容易降低村民之间的社

会关联度,使其变成孤立、被动的原子,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得不到维持,乡村由此陷

入一种新的数字隔离中。
2郾 数字技术对乡村公共性的再造

在数字时代,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的数字化重构进一步给乡村的公共性和社会

整合带来挑战。 数字技术主要在公共规则、公共空间、传统文化与公共记忆等层面再

造乡村公共性。
其一,传统的公共规则基于伦理价值和礼俗秩序,能够将村民联结起来,规范村

民的社会行为,维持公共秩序。 而随着数字技术深入乡村各类场景,各种社交软件和

互联网应用放大了个体的自由度,互联网高度的自由化和开放化造成个体主义蔓延

(李强等,2013),使得传统权威和规则对个体的约束逐渐弱化。 例如,村民可以通过

互联网平台了解各类法律知识和规范,如此一来,传统的道德评价、乡约等公共规则

对个体的影响力逐渐变弱。 在智能设备对村民的“吸纳冶过程中,村两委的权威和号

召力不足,村庄由此面临公共行动的困境。 此外,村庄年轻人在传统话语结构中增加

了自身专属的网络话语及话语分量(辛宇等,2022),年轻人逐渐对传统规则和村庄

公共事务产生漠视态度,这也影响了传统公共规则和权威作用的发挥。
其二,数字时代形成了多个网络空间,村庄传统公共空间面临被网络空间压缩的

风险。 网络空间具有开放性、交互性和去中心化等特点(殷辂,2020),其在最大限度

上强化了村民个体的地位,容易导致个体较少从现实的公共领域中寻找精神慰藉,而
是在网络空间中寻找认同。 此外,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的信息孤岛困境和

信息边界限制,农民的活动范围和选择空间扩大,容易沉浸在网络空间当中(例如网

络社区、微信群),而建设、参与、维持传统公共空间的意愿和积极性逐渐减弱,村庄

传统公共空间产生被边缘化、虚无化等风险。
其三,数字技术和消费文化的渗入使乡村传统文化与公共记忆面临失落风险。

各种短视频、社交软件凭借趣味性、超时空性、低门槛等特点逐渐替代传统的娱乐方

式,碎片化与泛娱乐化的元素很容易使农民个体陷入享乐主义、消费主义陷阱,而传

统文化秉承的求实、慎思等价值理念与这种泛娱乐化的网络环境显然不符;并且,互
联网上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念交织,其中大量低俗的言论、意识形态乃至网络文化会对

农民的传统文化观念和乡村民俗乡风产生巨大冲击,对乡风文明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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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村民更愿意在智能手机上进行社交和信息传递,这种倾向压缩了人们线下活动

的时间和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农村传统组织涣散、丧失活力,难以开展公共活动。
部分农民反映:“以前还有重阳节等文化活动,但现在,这些节日和活动组织开展不

起来了,村民要不就是玩手机、刷抖音,手机上面好玩得很,谁还愿意出来折腾呢,好
多村民都不想参与村里的公共活动了冶。 长此以往,农村传统文化传播和文化建设

所依赖的场地、设施得不到有效利用,农村传统节日、民俗活动等将日渐式微。

三、技术调适: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融合发展的路径探索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深入推进,数字技术已经融入乡村发展的多个场景和情境

中。 同时,乡村内部不同主体、场景和要素在与数字技术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结

构性变化,农民个体、乡村产业和治理结构、乡村社会关系与公共性正经历数字化转

型。 这些结构性变化既源自数字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与多变性特征,又受到乡村不同

主体、要素和情境的影响,并随着数字乡村的不断深化而充满不确定性。 面对上述变

化,急需从技术变革、主体赋能和村庄本位等角度探索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调适与融

合发展的优化路径。
(一)技术变革:构筑数字乡村建设的支持体系

数字基础设施是支撑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发展的底层架构和技术基础。 在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必须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可连接、可获得、可负担,使
农民充分享受数字技术红利,为数字生活、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服务等乡村发展

新业态构筑坚实的技术底座。
第一,要在应对不同区域、城乡间、群体间的数字基础设施鸿沟等问题上加强政

策干预,从硬件和软件层面构筑数字接入支持体系。 通过税收补贴、项目招标、服务

购买等形式建立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服务供给体系,推动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和资源

向中西部地区溢出,补齐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发展短板。 一方面,要以农民生活和乡村

发展最迫切使用的数字基础设施为基准,提高农村宽带通信网、移动互联网、智慧物

流和物联网等关键场景的数字基础设施覆盖率,以较低的成本和高效的工具提高农

民对数字技术的可及性;另一方面,要根据农民的现实需求层次和技能水平以及乡村

的落地条件,建设和推广普惠性更强的互联网医疗、智慧教育、金融、数字政务等基础

性数字化平台。 第二,要根据数字乡村建设的顶层设计与规划,创新数字基础设施的

融资渠道与模式。 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数字普惠金融等多种投融资方式,有条件

地引导互联网平台、民间资本等市场主体广泛、深度参与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推

动各市场主体如互联网平台、运营商以技术连通性为基础,加大技术开发力度,降低

各类网络套餐费用,充分发挥数字基础设施的普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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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体赋能:促进乡村不同群体融入数字社会

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农民是建设的主体和重点,因此要将技术作为帮助人们

获取信息、提升能力以改善生活和生计的工具,以乡村中不同群体的特征与个性化需

求为导向,增强乡村中不同群体数字技术获取和使用的资源基础和资本禀赋,提升以

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安全素养为表征的农民综合数字素养水平

(苏岚岚等,2021),实现数字技术的主体赋能。
第一,政府要加强数字乡村应用场景的宣传和示范,链接政策、资金等各类资源,

建立村民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普及与提升体系。 例如,搭建农村电商培训等提升农

民数字技能的平台,为农民数字化转型提供综合性服务。 第二,企业、公益组织要积

极参与农民数字技能提升工作,进一步发挥益农信息社的作用,帮助农民学会使用手

机等智能设备,使其掌握基础性的互联网应用和程序。 互联网平台要根据农民的使

用习惯和技能水平,适当降低技术壁垒和门槛,开发相应的数字软件与应用,促进农

民广泛使用互联网。 第三,村干部等村庄精英要以数字培训和服务为导向,建立村民

数字技能提升机制,设立村庄数字培训中心、数字学习交流中心等,组织实施面向小

农户、农村小生产者、留守妇女等群体的电子商务、直播带货、数字金融等一系列培

训,引导其提高对数字产品和工具的认知、使用意愿与创造能力,以提升其数字意识

和数字素养。 第四,村庄各类组织要发挥内生性作用,承接数字技术落地的使用条

件,组织村民成立相应的数字使用引导小组,帮助其树立数字认知,提升其数字技能

和数字学习意愿。
对于乡村中的青少年和老年人群体,要以技术改造和完善社会支持体系为行动

思路,通过内生潜能激发与外赋动能的有机结合,促进青少年和老年人等群体融入数

字社会。 一方面,要引导互联网平台推广移动应用的“青少年模式冶,从推送内容、使
用时间、软件功能等方面对青少年使用互联网进行严格限制,并在家庭和学校层面建

立多元支持体系,增强家庭代际之间的情感沟通支持,优化学校对青少年的数字使用

引导机制,使数字技术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发展的升华工具;另一方面,要对相关

的应用和程序进行适老化改造,开发定制针对老年人的互联网应用,营造对老年人群

体的数字支持环境,建立老年人技术服务中心,形成对老年人数字融入的文化反哺

氛围。
(三)村庄本位: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调适与融合

乡村是一个生产、生活、交往的共同体,无论外部的数字技术有何作用形式,乡村

中的群体、场景和要素都有其自身独特的运行逻辑。 乡村发展所形成的内生性动力

即乡村性,始终是乡村最本质的要素(孙萍,2021)。 因此,要将乡村性作为数字技术

嵌入的根本前提和价值基础,充分结合乡村产业的在地性、治理的在地性、公共性的

在地性、信息传播的在地性等诸多特性,增强数字技术与村庄发展的适配性和耦合

性,实现技术话语与乡村逻辑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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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考虑技术应用与乡村当前产业发展条件及层次的适配性。 以乡村发展

基础和村民利益为准则,以农村电商等数字化要素为载体,开发乡村农业各类特色资

源,形成符合乡村发展特点和规律的产业结构。 在农业生产方面,村庄可以利用数字

平台和媒体建立农业信息、农技、销售等服务中心,增强小农户等涉农主体在农业产

业方面利用数字技术的机会和能力;发展智慧种植、智慧养殖、农产品溯源等先进产

能;引导具有一定规模的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与电商平台合作,建立

“电商 +合作社 + 小农户冶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在农

产品销售方面,打造农业从种植、生产到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数字化生态图景,树立

乡村区域性农产品公共品牌,利用电商、直播带货等数字化销售渠道,形成产业链上

下游最优组合,推动农业产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第二,要考虑技术应用与乡村治理环境及结构的耦合性。 一方面,树立数字产品

普惠思维,强化数字治理技术和工具的服务供给,完善各类政务平台、APP 等的功能

体系,增强数字治理技术创新、治理平台创新、治理架构创新,逐步向基层推广使用基

础性的智慧党建、综合执法、平安乡村、网格化管理等数字治理平台和工具,全面提升

乡村治理工作手段和治理效能;另一方面,树立需求导向、对象思维,始终坚持把乡村

治理的现实情境与农民的迫切需求放在首位,提高基层工作队伍的数字治理能力,引
导村民、社会组织等主体通过移动平台参与乡村治理,将技术治理与传统的治理手段

如村规民约相结合,将现代技术治理话语植入非正式制度的乡村土壤中以达到相互

补充、相互支撑(沈费伟,诸靖文,2020),形成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
第三,要考虑数字技术与乡村传统秩序、规则、文化的互构性。 首先,发挥数字技

术在乡村社会交往中的“黏合剂冶作用。 村庄要适应数字时代的社会关系发展趋势,
以传统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为基础,通过建立线上村庄交流社区、微信群、虚拟兴

趣小组、村务公众号等,将村民在网络空间中联通,激活村落内部社会资本的生长,构
建数字社会下的乡村情感联结共同体。 其次,利用微信、微博等互联网平台传播正能

量,弘扬传统文化,开发乡村本土的文化品牌,打造“互联网 + 传统文化冶活动,以互

联网涵养乡村的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 最后,将新一代数字技术营造的网络空间中

的团结和共同价值与传统形式的团结和公共性相融合。 网络空间要映照实体公共空

间的规则、功能与价值规范,实体公共空间要吸收网络空间的高效组织等先进理念,
两者充分结合,成为数字时代发挥村庄内生动力、凝聚乡村公共精神的平台。

四、结论与讨论

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逐渐渗透乡村生活、生产、治理等领域,给乡村经济社会发

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本研究基于 5 省 10 村的社会调研,分析数字技术嵌

入乡村社会的基本形态,以及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中不同群体、场景和要素的互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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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探讨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多维关系及其产生的多重影响。 研究表明,外源性的

数字技术在嵌入乡村社会场域的过程中,一方面表现为硬件层面数字基础设施的建

设,另一方面表现为软件层面数字化服务平台的建立,为数字技术在乡村中广泛运用

提供载体和空间,从而筑牢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基础。 乡村中不同的群体、场景和要

素与外源性的数字技术始终处于相互形塑、磨合调适的状态,并产生了重要结构性变

化。 第一,在农民个体维度,数字技术为农民个体的生活需求满足、生产生计方式转

型、信息获取和知识能力提升提供动力,促进数字农民的生成。 但是,在农民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存在数字技术与农民个体生产生活的耦合度和适应性不强等矛盾。 第

二,在群体维度,数字技术对乡村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产生重要影响,乡村不同群体

在数字获取和数字使用等方面存在鸿沟,并形成数字素养高低不同的群体。 这些数

字领域的不平等正在成为乡村社会分化的新维度,并持续重塑乡村社会结构。 第三,
在乡村整体发展维度,数字技术为实现乡村的全面转型提供了动力,乡村的农业产业

层次和结构、乡村治理结构等发生重构。 一方面,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
以电子商务和直播带货等新经济形态推动农业生产走向智能化,农产品流通与销售

走向高效化,不断提升乡村农业产业的生计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农业产业链

的整体性和关联度较低、电商基础设施不健全、产业人才缺失等是农业产业新业态出

现和农业产业结构转型的阻碍因素;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作为新一代治理工具,在根

本上形塑着乡村治理的新方式和新形态。 但是,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现实情境不

匹配,数字治理软件设施、信息化工作队伍建设、数字治理理念普及等尚存在短板。
第四,在乡村社会关系和公共性维度,互联网跨越乡村时空区隔,拓宽了不同群体社

会互动与交往的边界,重建乡村交往场景,乡村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关系形态。 但

是,通过互联网而进行的互动与联系会进一步压缩传统线下交往联系的空间,使乡村

陷入个体化的牢笼,在此基础上,乡村的社会关系和公共性正发生重构。
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都有一体多面性,数字技术对于乡村社会的作用具有广泛

的争议性和矛盾性。 农民个体生活、乡村群体结构、乡村产业形态、乡村治理形式、乡
村公共性等均面临数字转型中的不确定性变化,这意味着政策设计者、学术研究者和

社会行动者应该对数字技术的多样性和乡村社会的本土性、乡村性保持敏感,将保持

乡村性作为数字乡村的建设特色(沈费伟,陈晓玲,2021),使乡村的内生力量与外部

发展要素密切地联合在一起。 从技术变革、主体赋能和村庄本位的视角出发,以综合

性的大局观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深度融合发展,以此重构数字乡村的多元

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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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igital Technology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A Survey from 10 Villages in 5 Provinces

YIN Yao摇 LIU Jingyu

Abstract摇 Digital technology provides new means and tools for achieving high鄄qual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a survey from ten villages in five provinces, this study presents an overview of the digital tech鄄
nology鄄embedded rural society and how digital technology is shaping i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armers and from the in鄄side of the villag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in the embed鄄
ding process, the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for village development has been consolidated
with hardware and softwa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s, which facilitates the applications widely in various sce鄄
narios in the village and draws the overall picture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rural society along wi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rural
villages. The social order and ecology of the rural society at different levels, including the daily life of
farmers, the class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rural industries, governance, and publicity.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standing on the poin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ctors蒺 empowerment and the villages蒺 positions,
researches, policies and actions of village digitalization should realize adapted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rural society while respecting village autonomy and maintaining rurali鄄
ty.
Keywords摇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village;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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